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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气颗粒物（ particulate  matter，PM）污染是全球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 .  PM的氧化潜势
（ oxidative  potential，OP）是用来表征 PM对人体健康风险的重要参数，它通过产生活性氧化物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等物种，引起机体氧化应激，因而 OP是 PM暴露引起不良健康影响的
核心驱动机制. 作为评估 OP引发的健康风险的基础技术，近年来，大气 PM的 OP测定技术取得了一定
进展. 本文归纳了几种重要的非细胞法测定 PM的 OP的反应机理，并对 PM的 OP的源解析方法以及最
近 OP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最后对今后的大气 PM的 OP研究领域与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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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PM)  pollution  is  one  of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of
global concern. The oxidative potential (OP) of PM is a significant parameter applied to characterize
the  risk  of  PM to  human  health,  which  causes  oxidative  stress  (OS)  by  producing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Therefore, OP is the crucial driving mechanism for the adverse health effects induced
by PM exposure.  As  the  fundamental  technology for  evaluating  the  health  risks  caused by OP,  the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determination of OP of atmospheric PM have been achieved in recent years.
The  present  study  reviewed  the  literature  on  the  reaction  mechanisms  of  several  important  non
cellular  methods,  the  source  apportionment  methods  and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of  OP  of  PM
abroad  and  at  home.  Finally,  the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fields  and  directions  of  OP  of
atmospheric PM were presented.
Keywords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oxidation  potential， non-cellular  method， source
apportionment，oxidativ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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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颗粒物（particulate matter，PM）污染是全球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尤其是细颗粒如 PM2.5（空气

动力学当量直径≤2.5 μm）污染由于其负健康效应而成为研究热点 [1 − 3]. PM2.5 不仅对大气环境产生影

响，而且可通过呼吸道、消化道、皮肤等途径进入人体，通过血液循环到达各器官，穿越机体的生理屏

障，导致机体多器官的损伤以及死亡[4]. 然而，PM相关健康影响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清晰了解. 流行病

学和毒理学研究表明：PM对于健康的影响与活性氧化物和氧化应激有关[5 − 6]，这一观点目前被认为是

PM暴露对健康造成许多不良影响的核心驱动机制[7]. 即 ROS在人体内的过度积累会引起机体氧化应

激，从而引发各种生物学效应，例如炎症、DNA损伤、RNA或蛋白质的改变、细胞损伤及死亡等[8]. 研
究发现 PM2.5 的独特代谢物与急性炎症、核酸损伤和修复以及能量扰动密切相关，这些过程的干扰会

导致炎症因子和 ROS的产生，最终导致氧化应激和全身炎症增强[9].
氧化潜势（oxidative potential，OP）是描述颗粒物诱导生物体产生 ROS的能力. 活性氧化物（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是指存在于机体内或 PM上含氧且性质活泼的物质总称，是由超氧化物和不完全

还原反应产生的一种短寿命亲电化学物质，由于具有化学反应活性，对细胞和组织具有一定的毒性作

用[10]. ROS主要包括 O2
−·、O3、H2O2、·OH等[4]. 颗粒物中的氧化还原性物质经过反应后会产生一定的

ROS，当 ROS过量生成时可能会导致其在细胞内的降解失衡，从而使细胞内 ROS浓度水平升高，一旦

超过细胞耐受性，就会导致机体的氧化应激或者全身炎症. 另外，还有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导致机体氧化

应激的是 PM的成分，而非质量浓度，这也表明 OP是比质量浓度更适合描述大气 PM造成的健康影响

的指标[11 − 13].
目前，OP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部分地区 PM中 OP值的分析测定， OP与 PM化学组成及粒径的关

系、季节分布特征、OP来源解析以及健康效应等. 评估大气 PM中 OP的方法有细胞法和非细胞法两

类，其中非细胞法快速、简便、低廉、应用广泛 [14]. 随着 OP非细胞测定技术的发展，有效促进了大气

OP的相关研究. 常见的非细胞测定法包括二硫苏糖醇（dithiothreitol, DTT）法、抗坏血酸（ascorbic acid,
AA） 法 、 谷胱甘肽 （ glutathione,  GSH） 法以及电子顺磁 /自旋 （ electron  paramagnetic/spin  resonance,
EPR/ESR）法、二氯二氢荧光素（dichlorodihydrofluorescein, DCFH）法等等. 其中 DTT和 AA法比较直观

且重复性好，被国内外研究者们广泛采用. 但 DTT对光敏感，必须在黑暗的条件下进行，AA法对粗粒

径 PM中的过渡金属较为敏感，但 OPAA 无法体现季节变化. OPGSH 与健康效应的相关性最强，但不能很

好地反映交通源贡献的 OP；ESR法可以直接定量测定 ·OH从而获得 OP值，但仅用 ·OH代表整个

ROS是不全面的，没有包含·OH以外的其它 ROS物质. 说明不同方法所表征的 OP侧重点、角度和机

理存在差异. 然而，分析测定 PM的 OP是准确评估大气 PM所造成的氧化应激及健康风险的基础，这

方面的系统归纳总结未见报道. 本文对各种 OP非细胞分析方法机理及进展进行归纳总结，从而为开

展大气 PM中 OP产生的健康效应进行准确评估提供基础参考. 

1    PM 的采样及 OP 的前处理（Sampling of PM and pretreatment of OP）

OP的测定需要先通过滤膜捕集法采集大气 PM（包括 PM10、PM2.5 等），将滤膜夹在大气颗粒物采

样器上进行采样. PM样品的采样滤膜主要包括：聚四氟乙烯滤膜、过氯乙烯滤膜、石英纤维滤膜、玻

璃纤维滤膜等，没有一种滤膜可以同时适宜所有的化学分析，根据具体测定组分和方法要求而选择适

宜滤膜，目前应用最普遍的是石英纤维滤膜. 采样前将石英滤膜在马弗炉内 450 ℃ 左右焙烧 4—6 h，

以除去有机杂质和干扰物，室温后放置干燥器中备用. 采样之后要低于−20 ℃ 黑暗密封保存样品，为了

避免挥发性物质损失[15]. 近年来采样仪器也逐渐向着半自动、自动化发展. 如 Berg等[16] 评估了一种半

自动分析方法，与手动方法具有相当的准确性和灵敏度且还可节省 83%的时间. 而 Quinn等[17] 研究了

一种便携式的自动微环境气溶胶采样器，用来评估家庭、学校等地方的暴露情况. 不断发展的自动化

采样以及测定方法使实验操作更加便捷、结果更加精确.
滤膜捕集后，在仪器测定之前需要前处理样品. OP的前处理方法有振荡、磁力搅拌、超声、涡旋

法等. 其中超声提取法应用较多，操作流程如下：陶瓷剪刀剪碎样品滤膜，放入离心管中加入一定溶剂，

低于室温进行超声提取. 静置后将提取液通过 0.22 µm的 PTFE滤膜，制备出 PM2.5 提取液. 萃取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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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诸多因素影响，如溶剂[18] 以及处理条件等均会造成 OP值波动. 张曼曼等[19] 研究发现超声时 DTT衰

减波动较大，而采用振荡的方式提取，可减少误差，对 OP结果有一定的改善. Frezzini等[20] 与之观点类

似，认为超声会诱导自由基的形成从而产生较大误差，通过使用旋转搅拌器提取样品的方式较超声好，

且具有一定的再现性和重复性. 

2    大气 PM 的 OP 测定方法与原理（Methods and principles of OP determination of atmospheric PM） 

2.1    非细胞测定方法 

2.1.1    二硫苏糖醇（DTT）测定法

DTT法是一种有效的体外测定大气 PM中 OP的目前应用较多方法. DTT是一种强还原剂，因而

可替代细胞内的硫醇抗氧化剂. 原理如图 1[21] 所示，PM中具有氧化性的化合物催化 DTT使其向氧气

转移电子生成 O2
·，O2

·进一步与 H2O生成 H2O2 和 O2，DTT被氧化成硫化物. 此过程用来模拟 PM2.5 在

人体内氧化还原产生 ROS的过程，通过 DTT的消耗速率来表征大气颗粒物中 OP水平. OPDTT 有两种

形式：第一种为 DTTm，表示为单位质量 PM的 DTT消耗速率，衡量 PM本身的 OP，计算见式①. 第二

种为 DTTv ，表示单位体积 PM对 DTT的消耗速率，该值与人体呼吸暴露有关，计算见式②[22].
 
 

图 1    DTT法的反应机理[21]

Fig.1    The reaction mechanism of DTT assay [21]
 

 

DTTm=
rs− rb

M× As

At
× Vr

Ve

①

DTTv =
rs− rb

Va× As
At
× Vr

Ve

②

其中，rs：样品 DTT消耗速率；rb：空白膜 DTT消耗速率；M：总采样 PM质量；As：滤膜提取面积；At：滤膜

总面积；Vr：参与反应样品体积；Ve：样品总提取体积.
诸多学者开展了 DTT法测定大气 OP的相关研究. Kumagai等[23] 于 2002年首次采用 DTT法测定

柴油机废气颗粒物诱导 ROS的产生，发现柴油机废气颗粒包含醌类等物质，它可促进 ROS的生成，从

而产生氧化应激. 2005年，Cho等[24] 研究了洛杉矶盆地基于 DTT法的 PM氧化还原活性，研究表明随

着 PM粒径的增大其 OP值会减小. 2012年，Charrier等 [25] 测量了金属、醌类以及多环芳烃（PAHs）对
DTT的损失率，以确定哪些物种会导致大气 PM的 DTT损失，结果表明：约 80%的 DTT损失是来自过

渡金属（尤其是 Cu和 Mn），而醌类约占 20%. 2015年，Fang等 [26] 设计研发了一套基于 DTT法测定

OP的半自动化系统，与手动结果相比具有良好的一致性（r2=0.92）. 目前评估 PM的 OP时部分研究中

仍采用此方法. 

2.1.2    呼吸道衬液（RTLF）测定法

呼吸道衬液（respiratory tract lining fuid,RTLF）测定法是一种非细胞测定模型. RTLF作为 PM进入

人体后的第一道保护屏障和防线已被证明含有低分子量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如 AA、GSH和尿酸等

（uric qcid, UA）[27]. 它主要通过测定衬液中 GSH、AA及 UA消耗率反映 PM氧化活性. 将采集的颗粒物

样品在合成的 RTLF溶液中于 37 ℃ 孵育 4 h，孵育后测量其中抗氧化剂的浓度. 在排除空白干扰后，

UA、GSH和 AA随时间消耗的速率即为颗粒物的 OP，分别表示为 OPUA、OPGSH 和 OPAA. UA盐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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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反应如图 2[28] 所示，PM中具有氧化性的物质与 UA盐在还原性辅酶 II（NADPH）的作用下，生成

H2O2 的同时将尿酸盐转化成 5-羟基异磺酸（5-hydroxyisosulfonic acid,5-HIU）.
 
 

图 2    UA被氧化酶氧化形成 5-羟基异磺酸（HIU）的机理[28]

Fig.2    Mechanism of UA oxidation by oxidase to form 5-HIU [28]
 

 

1）GSH法：GSH法是通过测量细胞的抗氧化剂的化学替代物 GSH的消耗率来评估 ROS的生成

率，从而测定 OP的方法[29]. GSH由谷氨酸、半胱氨酸和甘氨酸通过肽键组成，分子中有一特殊的 γ-肽
键，即由谷氨酸的 γ-COOH与半胱氨酸的 α-NH2 缩合成的肽键，不同于其他蛋白质中的普通肽键. 发生

反应时如方程式（1）所示，首先 GSH与 PM中活性物质反应产生硫基（GS·）自由基，GS·与 GS-反应形成

谷胱甘肽自由基二硫化物阴离子（GSSG·-），进而形成 O2
·-和 GSSH[30]. 其中反应过程如图 3[31] 所示，在醌

类和金属的催化作用下，2分子的 GSH以二硫键相连形成谷胱甘肽二硫化物. GSH抗氧化剂消耗速率

计算如公式③所示[31]：

γ =
GSHT−GSH0

T
③

其中 GSHT：孵化 T时间后的 GSH浓度；GSH0：开始的 GSH浓度；T 为孵化时间.

GSH↔ H++GS− (1)

GS·+GS−→ GSSG·− (2)

O2+GSSG·−→ GSSH+O·−2 (3)

 
 

图 3    GSH法的反应机理[31]

Fig.3    The reaction mechanism of GSH assay [31] 

 

国内对于 GSH法的研究较少，国外部分研究是将 GSH法和其他非细胞法进行方法及对物种敏感

程度对比 . 在加拿大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分别使用 AA和 GSH法分析 PM2.5 样品的 OP，结果表明，

PM2.5 的 ROS生成量、OPAA、OPGSH 和磁铁矿纳米颗粒存在细微的空间尺度差异性[32]. 2016—2017年，

同样在加拿大多伦多分别利用 AA、GSH和 DTT法测定了 PM2.5 的 OP，结果表明 PM2.5 的 OP在城市

内部变化很大，并且在局部范围内 OP存在明显季节差异[33].

2）AA法：AA法是通过测定 AA随时间的消耗速率来反映 PM消耗 RTLF中抗氧化剂的能力，从

而测定 OP的一种方法. AA是一种还原剂，分子结构中具有烯二醇结构和内酯环，且有 2个手性碳原

子. 如图 4[19] 所示 PM中的氧化性物种会转移一个电子给氧分子，从而促进 ROS的形成，同时 AA被氧

化为脱氢抗坏血酸，该物质在紫外 /可见区 265 nm波长处有吸收，AA消耗速率计算公式如④所示，

OPAA 计算公式如⑤所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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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AA = −σAbs× N0

Abs0
④

OPAA =
σAAs−σAAb

Va

Ve
×Vs

⑤

其中，σAbs：空白吸光度与时间的斜率；Abs0：初始吸光度；N0：反应的 AA摩尔数；σAAs：样品 AA消耗

率；σAAb：空白 AA消耗率；Ve：萃取体积；Va：样品体积；Vs 是 PM采样体积.
 
 

图 4    AA法的反应机理[19]

Fig.4    The reaction mechanism of AA assay [19] 

 

AA法最初用于测量微量金属催化氧化过程 . 相对于 DTT法，该方法应用于 OP研究时间较晚 .
2016年，Fang等[35] 使用 AA法分析了美国东南部气溶胶的 OP值，该研究表明水溶性 AAv 活性具有明

显的区域和季节分布特征. 2019年，Calas[36] 同时采用 DTT和 AA法研究了法国 7个城市一年内 OP的

季节性变化，研究表明冬季的 OP值明显高于全年平均水平，且 OC、EC、单糖和 Cu与 OP相关性较

高，因此可通过减少这些物质含量从而降低 PM对机体的危害性. 该测定法也可以使用单一抗氧化剂

AA对颗粒物 OP进行定量，并用作 RTLF中 AA分析的简化替代方法. 然而，国内外单独 AA法测定

OP的季节性变化和相关性研究仍然缺乏. 

2.1.3    二氯荧光素（DCFH）测定法

DCFH法是采用荧光光度法测定 DCFH的一种方法. DCFH是一种非荧光试剂，将溶解在磷酸钠

缓冲液中的 DCFH试剂和辣根过氧化氢酶（horseradish peroxidase,HRP）添加到样品溶液中时，其中的

H2O2（或大气 PM中的 ROS）会与 HRP反应生成中间产物 HRP-I，进而转化成 HRP-II，随后 DCFH脱氢

被氧化成二氯荧光素 （ 2',7'-dichlorofluorescein,DCF） [32]. 此外 ，如图 5[37] 所示大气中的氧也可以与

HRP反应，在氧化酶循环中将 DCFH氧化成 DCF. DCFH法主要用 H2O2 标准溶液得到校正曲线，将荧

光强度转换成 H2O2 当量，作为反应物种反应性的指示剂，从而得到 OPDCFH 值[38].
 
 

图 5    DCFH法的反应机理[37]

Fig.5    The reaction mechanism of DCFH assay [37] 

 

早期 DCFH作为细胞法中最受欢迎的荧光探针之一，常用来测定细胞内的 ROS[39]. 近年才被改用

为一种非细胞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 比如 DCFH法与 AA及

DTT法相比，未出现明显季节、时间和空间变化特征，并且灵敏度也较低[40]. DCFH法由于简单而被推

广使用，但由于荧光物质容易分解，所以背景信号也相对较高[41]. 此外，研究者还尝试采用不同的荧光

探针如二氢罗丹明、氢化乙锭等测定 ROS的生成. 这类荧光探针法的原理是借助 ROS使无荧光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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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针转化成荧光产物，或使原本强荧光性物质的荧光强度变弱或消失，通过测定荧光强度的变化间接

实现对 ROS的量化分析. 

2.1.4    吖啶酯化学发光（CRAT）测定法

吖啶酯化学发光（chemiluminescent reductive acridinium triggering, CRAT）测定法是一种相对较新的

方法，目前还尚未广泛用于空气污染研究. 机理如图 6[42] 所示：吖啶酯是一类可用作化学发光标记物的

化学物质，在 CRAT法中采用 DTT、AA或 GSH作为还原剂与 PM反应生成 H2O2. 在碱性条件下，

H2O2 与吖啶酯的 C9发生加成，形成的过氧负离子，再与羰基上的碳发生亲核反应，进一步形成不稳定

的四元环中间体，开环后形成激发态的吖啶酮，其返回到基态的过程中释放出光子，即可量化 H2O2 的

生成速率[33]. CRAT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化学、食品安全、生物医学等领域，而在大

气环境检测中还未得到关注.
 
 

图 6    CRAT法的反应机理[42]

Fig.6    The reaction mechanism of CRAT assay [42] 

  

2.1.5    电子顺磁/自旋共振（EPR/ESR）测定法

ESR法是通过电子的自旋共振作用而直接定量测定·OH的常用方法之一. 以 5,5-二甲基吡咯-氧化

物（5,5-dimethylpyrrole oxide, DMPO）作为自旋陷阱的电子自旋共振用来测量·OH的生成，常与 H2O2 结

合使用[43]. 研究表明环境持久性自由基（environmental persistent free radicals, EPFRs）在机体的氧化还原

循环系统中可产生 ROS；图 7[44] 为采用 EPR法测定 EPFRs生成 ROS的作用机理分为以下三部分：在

EPFRs作用下电子转移给氧生成·O2
-，随后通过歧化反应产生 H2O2，最后在 Fe2+作用下发生芬顿反应

生成比 H2O2 氧化性更强的·OH. EPR法即通过测量特定 ROS（包括·OH和 H2O2）的产生速率从而得到

相应地 OP值.
 
 

图 7    EPFRs生成 ROS的作用机理[44]

Fig.7    Mechanism of ROS generation from EPFRs [44] 

 
 

2.1.6    苯甲酸（BAc）类测定法

由于水杨酸（salicylic acid,SA）法、对苯二甲酸（terephthalic acid, TA）法、苯甲酸盐（benzonate, BA）

法等都是通过测量·OH而间接评估 OP的方法. ·OH作为最具反应活性和强氧化能力的 ROS种类，一

直受到研究者们广泛的关注[36]. 故本文将这三种方法归纳为苯甲酸（Benzoic Acid, BAc）类测定法.
SA法：SA法是将 SA作为自由基·OH捕捉剂，定量测定·OH的一种方法. 反应机理如图 8[12] 所示：

SA与溶液中 ·OH反应生成两种同分异构体即 2,3-二羟基苯甲酸（2,3-DHBA）和 2,5-二羟基苯甲酸

（2,5-DHBA），这两种物质在紫外区有较强吸光性. 该方法的缺点在于 SA在紫外区也有较强吸光度，所

以无法准确区别反应物和产物. 因此先用 HPLC定性分析和分离后，再用紫外检测器或紫外分光光度

计进行定量.
TA法：TA测定法是一种专门测定·OH的一种方法. TA可用于测定替代肺液（surrogate lung fluid,

SLF）溶液中产生的·OH. SLF不同于真正的肺液，主要由磷酸盐溶液（PBS）与 4种抗氧化剂包括 L-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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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血酸（L-ascorbic acid, Asc）、柠檬酸（citric acid, Cit）、GSH、UA组成. 该方法反应机理如图 9[45] 所示：

PM与 SLF反 应 生 成 的 ·OH与 TA反 应 生 成 稳 定 且 具 有 强 荧 光 性 的 2-羟 基 对 苯 二 甲 酸

（2-hydroxyterephthalic acid, TAOH），通过不同时间的荧光强度量化 TAOH的量，从而确定·OH浓度并

计算·OH 的产生速率， 计算公式见式⑥.
 
 

图 8    SA法的反应机理[12]

Fig.8    The reaction mechanism of SA assay [12] 

 

 
 

图 9    TA法的反应机理[45]

Fig.9    The reaction mechanism of TA assay [45] 

 

c(·OH) =c(TAOH)/γTAOH ⑥

其中 c（·OH）为·OH的浓度；c（TAOH）为所测量的 TAOH的浓度；γTAOH 为 SLF中·OH与 TA反应生成

的 TAOH的摩尔产率（在 pH=7.2时为 0.35）.
BA法：BA测定法是将 BA作为一种探针，其不参与 ROS的产生，因此该方法能够定量化学物质

（包括过渡金属和有机物）产生的 ·OH[46]. 反应过程中 BA与 ·OH发生反应生成对羟基苯甲酸酯

（p-hydroxybenzonate,p-HBA），通过 HPLC测定 p-HBA进而得到 OP·OH. 计算公式⑦如下[47]：

c(·OH) = [p−HBA]/Yp-HBA× fBA ⑦

其中，c（·OH）为·OH的浓度；[p-HBA]为 HPLC测量的浓度；Yp-HBA 为实验条件下 p-HBA的摩尔产率

（一般取值为 0.215 ± 0.018）； fBA 为在 SLF中与 BA反应的·OH的分数（fBA 计算为 OH与 BA的反应速

率除以 OH与所有溶液组分的反应速率之和，其值与溶液浓度以及与·OH二级反应速率常数相关）. 

2.1.7    其他测定方法

其他测定方法比如对羟基苯乙酸（p-hydroxyphenylacetic acid, P-HOPAA）法、荧光硝基氧探针

（profluorescent nitroxide probes, PFN）法等. PFN最初于 1980s可定量检测自由基的生成，目前该方法主

要应用于检测各种燃烧源和大气气溶胶生成的 ROS. 

2.2    测定大气 OP的非细胞法对比

测定 OP有细胞法和非细胞法两大类；细胞法使用细胞培养法来评估 PM造成的人体效应，一般采

用巨噬细胞、人肺泡、细支气管和支气管上皮细胞等. 非细胞法是在体外模拟反应，由于其简单易操作

等原因而被广泛使用. 非细胞法主要包括上面提到的 DTT法、RTLF法（AA法、GSH法）、DCFH法、

CRAT法、ESR法、BAc类法等. 如表 1所示对各种非细胞法进行了分析比较.
根据表 1可知，每一种方法在粒径敏感、OP物种以及应用上均有差异，显示出一定优点和局限性.

例如 DCFH测定法与 DTT和 AA测定法相比，前者测定的 OP值没有明显的空间和季节变化，且

DCFH测定具有更低的灵敏度[40]. DTT对光敏感，因而 DTT法需要在避免光照条件下进行；DTT对少

数物种有反应性（物种特异性）且 DTT实验还需要与 DTNB反应，这可能会增加实验误差. 另外，不同

方法对不同粒径 PM的敏感度不同，如 DTT和 DCFH法对细颗粒较为敏感，而 AA则对粗颗粒敏感，

ESR法则无粒径选择性. 此外，不同方法对 OP物种的敏感度也有差异，如 AA法对过渡金属更敏感，

对醌类则不敏感，而 DTT法对 PAHs、水溶性 OC和醌类物质等有机化合物以及部分过渡金属敏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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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每种非细胞法测定 OP时均对 ROS具有一定的特异性，使得没有一种方法可被用作评估环境

PM毒性的标准方法和统一方法[48]，这也是在大气颗粒物 OP研究中存在的挑战.
 
 

表 1    大气 OP的非细胞测定法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non-cellular determination methods for atmospheric OP
 

方法
Method

优点
Advantage

不足
Disadvantage

敏感粒径
Sensitive particle

OP物种
OP species

检测方式
Detection mode

DTT 价格低、操作简便、快速 光不稳定、物种特异性 0.32—1.8 µm
PAHs、类腐殖质、水溶性TOC、醌

类、Cu、Mn
UV/酶标
412 nm

AA 价格低、适用于自动化 灵敏度低、准确度低 3.2—5.6 µm
过渡金属（Fe、Cu、Cr、Mn、Pb、Zn、

Co 和 Ni）、EC/OC
UV/酶标仪
265 nm

GSH
价格低、与健康效应相关

性高
交通源相关性低 — 金属如Al、Fe和Pb UPLC

/MS-MS

DCFH 价格低、操作简便 光不稳定、灵敏度低 0.32—1.8 µm
有机化合物（OC、PAH以及一些金属

或其氧化物）、无机离子
荧光显微镜
485/535 nm

CRAT 反应条件温和、重现性好 — 与PM质量浓度相关 Cu、Fe离子和醌类
发光仪
光信号

ESR 灵敏度高、准确度高 仪器复杂、价格高 粗/细颗粒 EPFRs、过渡金属（Cu、Fe、V）
ESR波谱仪
磁场检测

BAc 机理简单 只测·OH，可检测种类少 — Fe、Cu 酶标仪

 
 

3    PM 的 OP 研究进展（Research progress of OP in PM）

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及沿海地区，基本采用 DTT法测定了大气 PM的 OP，并对 PM2.5 的

OP值及其季节和日变化、疫情或严重污染时期 OP的变化、化学组分的影响、来源解析及空间分布均

有涉及.
我国大气 PM的 OP研究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和长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和沿海地区. 研究者发现

PM2.5 中 OP具有一定的季节特征，如西安市 2017年冬季的 DTTv 水平最高，其次是春季、夏季和秋

季[49]. 临安 2019年 DTTv 冬季大于 2018年夏季，但 DTTm 却低于夏季[50]. 南京市 DTTv 和 DTTm 季节变

化分别为冬季>春季>秋季>夏季和秋季>冬季>夏季>春季[51]. 可知，颗粒物 OP值一般都呈现出冷季高

于暖季，原因是由于温度较低时风速也较缓，大气污染物及颗粒物扩散受阻，另外 DTTv 值与 PM2.5 的

质量浓度呈正相关，浓度较高会导致 DTT降解速率更快，从而呈现较高 DTT值，然而暖季 DTT降解

则较为缓慢，DTT值较低.
当前我国的 OP研究基本采用 DTT法，极少涉及 AA法或 EPR以及其他法. 如图 10所示的地区均

采用 DTT法测定 OP，其中与人体呼吸暴露有关的 DTTv 值较高的城市主要是那些人口众多，大气污染

和雾霾较为突出的城市，其分别是：北京、天津、重污染时期的武汉和广州等 . 研究者分析北京

DTTv 污染源认为，不同季节污染源来源和贡献存在明显差异，如春季频繁的沙尘天气是 DTTv 值的主

要贡献者；车辆尾气排放贡献了夏季和秋季 DTTv 污染源的 50%以上；车辆尾气排放和煤炭燃烧是冬

季 DTTv 的主要贡献者，二次气溶胶的形成会大大增加全年 DTTv 值[52]. 另外，太原市 DTTm 最高，这表

明 PM本身的 OP较高. 其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随着空气质量的恶化，DTTv 逐步上升，尤其到重污染

时其值迅速增加到中度污染的 1.8倍[53].
目前 OP的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 OP和化学组分、颗粒物粒径的相关关系、时空分布特征、影响

OP的排放源、OP分析法等方面. 2019年，Puthussery等[59] 在德里采用 DTT法测量了环境 PM2.5 的 OP，

并利用多种在线仪器对 PM2.5 的化学成分进行了测量，想要确定驱动 OP的化学成分，研究结果表明：

二次有机气溶胶（secondary organic aerosols,SOA）是 PM2.5 固有 OP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Cesari等[60] 使

用 DTT法测定分析 PM2.5 样品以确定离子、金属、含碳成分和 OP活性，结果表明：DTTv 与含碳成分

和 NO3
-和 Ca2+等离子相关性较高，说明燃烧、二次 PM和地壳来源的 PM可能对 OP活性有贡献. 另

外，有研究进一步证实了 PM中不同金属元素与有机物对于 OP的影响，这影响可能是协同或拮抗作

用[61]. Wong等[62] 评估了通过三种方法测定 OP，分别是 OPAA、OPDCFH 和 OPDTT 法. 然而，三种检测方法

对不同 PM源的敏感性表现出明显差异. OPAA 对铁路释放的粗颗粒特别敏感，OPDCFH 对钢铁厂和家庭

生物质供暖释放的细颗粒敏感，而 OPDTT 对工业和生物质燃烧源释放的细颗粒 PM具有选择性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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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国内部分城市大气 PM的 OPDTT[19,49 − 58]

（广州、保定、太原、武汉、临安以及西安数据为冬季的 OP值，其他均为全年 OP值；DTTv 的单位：nmol·min−1·m−3；

DTTm 的单位：nmol·min−1·μg−1）

Fig.10    OPDTT of atmospheric PM in some cities of China [19,49 − 58]

（The data of Guangzhou, Baoding, Taiyuan, Wuhan and Xi 'an are OP values in winter, and the others are OP values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unit of DTTv: nmol·min−1·m−3; The unit of DTTm is nmol·min−1·μg−1） 

 

图 11汇总了国外城市 PM2.5 的 OP相关研究. 通过比较发现，Gangetic Plain在水稻秸秆燃烧时候

的 DTTv 和 DTTm 较高；这说明生物质燃烧会导致 PM的 OP升高；其次较高 DTTv 水平的地区是：

Patiala和 Delhi，其 DTTv 低于国内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锦州以及烟台等地区；相对来说，国内报道

的 DTTv 值高于发达国家，人体暴露风险也较高. 国外地区的 DTTm 值普遍比国内太原、北京、西安等

城市要低. 其次，冬季的 DTTv 普遍要略高于其他季节，DTTm 则未显示出明显季节差异. 国内与国外部

分城市与地区的 OP值相比发现我国 OP值相对高于国外，尤其是秋冬季节. 这与我国由于国内寒冷季

节大部分地区燃煤供暖以及人口众多，机动车尾气排放增加等原因所导致的大气污染以及雾霾直接相

关. 这说明降低大气 OP的关键还是治理我国目前面临的大气污染和雾霾，降低人体暴露，从而能保障

人体健康风险.
 
 

图 11    国外部分地区的 OPDTT[14,40,59,60,63 − 71]

（其中 DTTv 的单位：nmol·min−1·m−3；DTTm 的单位：pmol·min−1·μg−1）

Fig.11    OPDTT of some foreign regions [14,40,59,60,63 − 71]

（The unit of DTTv is nmol·min−1·m−3; The unit of DTTm is pmol·min−1·μg−1） 

 
 

4    PM 的 OP 贡献源解析进展（Progress in source apportionment of OP of PM）

大气 PM的 OP源解析是基于 PM的源解析. PM2.5 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来源识别，只有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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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精准识别，才能确定其污染类型，为 PM2.5 污染控制与减排提供可靠依据. 基于 PM过程解析的模型

方法包括：后向轨迹模型（hybrid single particle lagrangian integrated trajectory model,HYSPLIT）、扩散模

型（diffusion model）、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等. 基于 PM源解析的受体模型包括：化学质量平

衡（chemical  mass balance,CMB）受体模型、富集因子（enrichment  factor,EF）法、正交矩阵因子分解

（posi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PMF）模型等 [72]. 研究表明控制特定来源的颗粒物可能比控制总体颗粒物

质量更有效[73]. 如表 2，目前 OP研究中大多采用受体模型对其进行贡献源解析，受体模型发展至今已

有很多种方法，各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在使用中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故部分研究也采用多种方法

联用. 如 Verma等[78] 采用了 PMF和 CMB模型对美国佐治亚州 PM的 OP进行了贡献源解析，研究表

明两种模型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即车辆排放全年占比为 12%—25%（CMB分析结果车辆排放占比较

高）；夏季 46%来自二次氧化过程；冬季生物质燃烧占 47%.
 
 

表 2    部分地区 OP源解析情况[49,50,52,66,74 − 77]

Table 2    The source apportionment of OP in some regions[49,50,52,66,74 − 77]
 

地区
Region

模型
Model

主要贡献源
Major contributor

国内

保定市 PMF 二次源、生物质燃烧、交通源

太原市 PMF 二次源及燃煤、生物质燃烧

西安市 PMF、MLR 机动车排放、燃煤源、二次硫酸盐

绵阳市 EF 生物质燃烧、二次硫酸盐

北京 PMF、MLR 生物质、垃圾及煤燃烧、汽车尾气

国外

美国 PMF、CMB 交通源、燃烧

亚特兰大（美国） PMF、CMB 交通排放、生物质燃烧、二次源

萨尔诺（意大利） PMF、MLR 生物质燃烧、二次硫酸盐、交通源

喀尔巴阡（欧洲） PMF 生物质燃烧、燃油燃烧、交通源

巴塞罗那（西班牙） PMF 燃烧、道路灰尘、重油

曼谷（印度） PMF、MLR 燃料燃烧、船舶排放、生物质燃烧
 

不同来源 PM诱导的 OP存在差异，如交通源、生物质燃烧、二次源、燃料燃烧、扬尘、矿物粉尘、

工业来源以及二次气溶胶形成过程（光化学反应）等诱导的 OP值均有差别. 最新研究[79 − 80] 表明光化学

老化和二次源过程可以显著影响 PM产生 ROS的能力，例如新鲜的生物质燃烧产生的有机气溶胶在

传输过程中发生光化学老化的 OP值甚至会增加（2.1±0.9）倍. 另外，不同燃料燃烧产生的 OP值也不

同，如柴油燃烧的 OP大于汽油燃烧. 生物质燃烧类型也会对 PM的 OP产生影响，小麦秸秆燃烧产生

的 OP最高，其次是秸秆燃烧、稻壳燃烧和大麦秸秆燃烧[81]. 交通源也是产生 OP的驱动因素，特别是来

自轮胎、制动器和道路磨损的非废气排放. 此外，Hara等[69] 研究发现，亚洲尘埃事件期间细颗粒和粗颗

粒的平均 DTTv 分别是非污染事件期间的 1.5倍和 2.7倍；细颗粒的 DTTv 与人为燃烧源高度相关，粗

颗粒的 DTTv 与矿物粉尘衍生元素密切相关，表明矿物粉尘是粗颗粒产生 OP的重要来源之一. 然而，

撒哈拉沙漠[63] 的沙尘对 PM的 OP的影响似乎并不显著，具有较低的 OP. Ma等[78] 首次发现，垃圾焚烧

（17.7%）是 OP的重要来源. 此外，不同的测定方法也会对不同 OP来源有不一样的敏感度，比如意大利

的一项研究得出 3种 OP检测对各 PM10 成分的不同敏感性：OPDCFH 和 OPDTT 对交通、钢铁厂和生物质

燃烧水溶性颗粒有明显的依赖性，OPAA 对非排气交通较为敏感[37].
由表 2可知，PM的 OP主要与人为源有关，其中重要的是生物质燃烧、汽车的尾气排放以及垃圾

焚烧等. 在意大利的研究与以上研究观点类似，强调大多数 OP主要与车辆交通排放和生物质燃烧有

关[82]. 显然，控制生物质燃烧、机动车尾气以及垃圾焚烧等对于降低 PM的 OP是一个重要措施. 

5    结论与展望（Conclusion and prospect）

本文针对非细胞法测定 PM中 OP的几种重要方法进行了归纳总结，对于其方法原理、优缺点、

OP的贡献源解析、OP的国内外研究进展等进行了分析. 虽然，研究者开展了诸多 OP测定方法，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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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 OP研究也有了一定进展，但目前仍然缺少 OP“标准”方法，另外几种方法存在粒径、污染源的敏

感性等差异. 对大气 PM的 OP的来源方法还是基于 PM的源解析的模型. 未来的研究可以将以下几个

方面作为重点开展：

1） 当前测定 PM中 OP的方法发展较快，评估大气 PM中 OP的方法有细胞法和非细胞法两类. 然
而，不同的 OP测定方法所得的 OP值存在差异和局限，这会影响全球大气 PM中 OP的数据的可比性.
因此，当前亟待建立标准化的分析测定手段和体系，从而促进 OP引起的全球健康效应的准确评估.

2） 目前关于 OP的研究数据仍然匮乏，我国研究主要集中于沿海及发达地区，对于偏远内陆地区

还未全面展开研究. 然而，这些地区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以及粗放式高速经济发展，空气状况不容乐

观，PM2.5 污染正在成为这些地区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和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原因. 国外研究虽然近年

有所发展，但是占据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区域仍未开展关于 OP的相关研究. 因此，想要评估全球

PM的 OP仍然缺少基础数据，需要进一步开展更系统、更全面的研究.
3） 当前研究集中于 OP以及与组分的关系，仍未清楚哪些因素和组分是 OP值的关键因素，未来

研究需要充分考虑组分、气象因素、环境因素、污染源以及其他关键影响因素等，并应识别各因素的

权重.
4） 现有部分 OP源解析的研究主要还是依赖于 PM的源解析基础上进行，并没有直接针对 OP的

源解析手段. 未来研究应重点之一仍然是 OP的直接源解析方法，有针对性的控制 OP污染源，从而降

低机体暴露在大气 PM中的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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